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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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归化城土默特地区曾是草原游牧部落活动的重要舞台，明中叶以来，土地开发和村落
形成是该地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明嘉靖年间，俺答汗招徕汉人在此地区筑立板升，但明末清初

的战火兵燹使板升遭到严重损毁。入清以后，以康雍乾时期土地放垦为契机，土地大规模开发，村

落大量形成。土地开发与村落形成是理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社会转型的关键问题，文章揭示了地
方社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地方社会整合进入中国大一统格局的具体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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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成为现代学术的研究对象以来，村落作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一直广受重视。①

随着学术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认识到村落并不是一个个封闭自足的共同体，只有将其
置于更加广阔的社会空间与结构中才能真正理解。施坚雅建构的市场体系模型、杜赞奇主张
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林美容运用的祭祀圈和信仰圈理论等，都是在这一学术取向下进行的尝
试，这些研究从不同层面启发人们思考传统中国社会的整合问题。② 然而，“体系”、“圈”、“网
络”之类表述的潜在理论预设是对“空间”或“社会结构”的关注。很多学者的研究已经表明“空
间”、“社会结构”往往是不同时期历史层累的结果。③ 因此，想要深刻把握村落的意涵，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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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得到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ＳＡ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ｒａｎｔ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　Ｓｃｈｅｍｅ（Ｆｉｆｔｈ　Ｒｏｕｎｄ）的经费资助，

项目名称：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在文章写作过程中，刘志伟、程美宝、赵世瑜老师予以悉心指导；

杨培娜、申斌阅读文章初稿，并提出中肯意见；史洪智多次就写作技巧给出建议；刘艳、柴有根、姜润厚、伏飞平、王培义、高福
小等在资料收集中大力协助。在此深表谢忱。

参见李善峰：《２０世纪的中国村落研究———一个以著作为线索的讨论》，《民俗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参见［美］施坚雅著、史建云等译、虞和平校订：《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美］杜赞
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１９００－１９４２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林美容：《由祭祀圈来看草屯镇的
地方组织》，《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台北南港）第６２期，１９８６年；林美容：《由祭祀圈到信仰圈———台湾民间社会的地域
构成与发展》，张炎宪、李筱峰、戴宝村主编：《台湾史论文精选》（上册），台北玉山社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６年版。

参见施添福：《兰江平原的传统聚落———理论架构与基本资料》，宜兰县立文化中心１９９７年版；施添福：《清代台湾
的地域社会———竹堑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新竹县文化局，２００１年；刘志伟：《边缘的中心———“沙田－民田”格局下的沙湾
社区》，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１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版；陈春声、肖文评：《聚落形态与社会转型：明清之际韩
江流域地方动乱之历史影响》，《史学月刊》２０１１年第２期；吴滔：《从“因寺名镇”到“因寺成镇”：南翔镇“三大古刹”的布局与
聚落历史》，《历史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维度不容忽视。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对村落形成的条件、动力及其之后的发展问题缺乏了解，
则很难厘清区域乃至国家历史转型的深层机制。
在清代内蒙古历史发展过程中，土地开发和村落形成是十分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二者之

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往研究成果对土地开发多有讨论，但是对土地开发背景下村落
的形成与发展问题较少探究。① 村落的形成与发展标志着内蒙古地区由游牧社会向农耕社会
的巨大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和学术价值。近年来，一些学者从个案分析的角度，对
内蒙古的村落进行考察，认为村落的形成和发展主要体现为人口数量的增加。但“人口数量”
这一指标含混不清，很难成为衡量村落形成与发展的具体尺度。② 还有一些学者指出土地开
发与村落形成有密切关系，但是对其具体运作机制则未做深入考察。③ 总之，相较于内蒙古广
大的地域范围、复杂的历史面相，有关研究无疑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本文运用各种官方、
民间文献并结合田野调查，探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土地开发进程与村落形成发展问题，以期
丰富对内蒙古地区历史的认识。④

一、编旗设佐与民人拓垦

一般而言，今天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土地开发和村落格局很大程度上可以从明代俺达汗
倡行的“板升农业”进行追溯。元顺帝携蒙古贵族退居草原后，归化城土默特地区蒙古诸部争
锋，互为雄长。明嘉靖年间，俺达汗取得了土默特部的实际领导权，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招徕
汉人，筑立板升，进行农垦。《万历武功录》中说：“自是之后，亡命者窟板升，开云田丰州地万
顷，连村数百，驱华人耕田输粟，反资虏用。”⑤反映了当时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土地垦殖和聚落
存在的相关情况。
明清鼎革之际，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烽烟迭起，板升遭到很大破坏。天聪元年（１６２７），林丹

汗率部西迁，对归化城土默特部造成直接威胁。面对林丹汗的侵扰，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后裔
博硕克图汗与之战于赵城，兵败身亡，林丹汗占领了归化城，“夺银佛寺，收习令色”。⑥皇太极
命军队随后追击，“将各板升房屋俱烧毁，止存银佛一寺”。⑦ 可见这一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地区
的板升已经损毁不堪。尽管如此，仍有一部分留存下来。现在土左旗的把什村，又叫把什板
升，其村史约可推至明代。从村中丁、云、荣、康等几大家族之祖先坟茔考察，出生于１９００年前
后的丁玉昆、云崇权、荣昌、康根成之祖父以上坟茔共有十四到十六代之多，若以人均寿命６０
岁，每代隔２０年计，可前推至明代嘉靖年间。⑧ 因此，这个村子很可能就是明代板升的遗存。
在大势之下，“隆庆和议”以后与明廷通好的归化城土默特部，向后金政权称臣纳贡。天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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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日］田山茂著、潘世宪译：《清代蒙古社会制度》，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年版。

参见孛儿只斤·布仁赛音著、娜仁格日勒译：《近代蒙古人农耕村落的形成》，内蒙古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参见哈斯巴根：《鄂尔多斯农牧交错区域研究（１６９７－１９４５）———以准噶尔旗为中心》，内蒙古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版；珠飒：《１８－２０世纪初东部内蒙古农耕村落化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在清代主要是指归化城土默特蒙古的驻牧地。其行政区划入清以来迭经变更，到清末主要范围
大致相当于归化城厅、萨拉齐厅、托克托厅、和林格尔厅、清水河厅和武川厅。

（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８《俺答汗传》，《中国野史集成》，巴蜀书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６册，第３６６页。
《明□宗□皇帝实录》，天启七年十一月甲子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１９６２年校印本《明实录》附录之一。
《崇祯长编》卷６０，崇祯五年六月乙未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１９６２年校印本《明实录》附录之四。

参见《把什村史》编纂委员会编：《把什村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５页。



六年，皇太极征讨林丹汗，驻跸归化城，将“西至黄河木纳汉山，东至宣府，自归化城南及明国边
境，所在居民逃匿者悉俘之，归附者编为户口”。① 藏于深山之中的博硕克图汗之子俄木布及
其古禄格、杭高、讬博克等土默特部大小头目大概在这个时候，归附后金。对于后金政权来说，

在一个地方确立统治秩序，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掌握地方人口的有关情况。是故，如材料所说，

在归附之初，就对归化城土默特蒙古的户口进行编定。

耐人寻味的是，这次户口编定并没有提到汉人，更没有设置管理汉人的行政机构，这一缺
失某种程度上透露了明代板升汉人的去向，其去向大抵有二：其一，随蒙古兵丁一起编旗设佐。

板升汉人在蒙古地区生活，风俗习惯等逐渐接近蒙古，许多汉人后来有了蒙古名字。② 清初俄
木布等收罗四散百姓，投奔清朝之时，很有可能把部分汉人裹挟而来，后来与蒙古一起编旗设
佐。其二，也有一部分板升汉人没有追随俄木布，有的可能继续留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生息繁
衍，有的则回到腹里，待战争平息之后，又重返故地。但是这些留下或者重返的汉人数量应该
不多，未引起统治者过多注意，因此，并没有将他们纳入国家体系。

归附后，朝廷开始在归化城土默特部编旗设佐。编旗设佐的时间有两种说法，最普遍的一
种是崇德元年（１６３６）。《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载：“崇徳元年，诏编所属三千三百余丁为二
旗，以古禄格为左翼都统、杭高为右翼都统领之。”③《大清一统志》也有类似记叙。④ 归化城土
默特地区的地方志咸丰《古丰识略》、光绪《土默特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土默特志》等
多因袭此说。⑤ 另一说法见《清实录》，天聪九年，“分土默特壮丁三千三百七十名为十队，每队
以官二员主之”。⑥ 这个时候还没有“旗”的提法，其编排的基本组织形式是“队”。到崇德三
年，“以其众编立旗分牛录，设固山额真、梅勒章京、牛录章京，仍依品级各授以世职”。⑦ 《清内
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收录之古禄格、杭高等人在崇德三年接受朝廷册封的诏令，印证了上
述《清实录》中所存崇德三年土默特大小头目获得世职的记载。⑧ 但是编定旗分和获得世职不
见得同时进行，所以仍然很难确认土默特部编旗设佐的具体时间。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崇德三
年古禄格、杭高等人获得朝廷法定认可之后，土默特部“旗”的建制也最终确定下来。

收抚百姓、编定户口、设立旗分之后，又要划定疆界。一般在蒙古部落归附之后，朝廷随后
会开展划定地界、限定驻牧的行动。天聪元年，敖汉、奈曼部 “举国来附”。⑨ 天聪八年，清廷遣
国舅阿什达尔汉等为敖汉、奈曼等部，划分牧地，分配人口。瑏瑠 敖汉、奈曼部从归附到划界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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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太宗实录》卷１１，天聪六年五月甲子条，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影印本。

参见（明）佚名：《赵全谳牍》，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２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版，第１１５页。

《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１１２《土默特辅国公喇嘛扎布列传》，《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第４５４
册，第９２７页。

参见《大清一统志》卷４０８《归化城土默特》，《四库全书》，第４８３册，第４９２页。

参见咸丰《古丰识略》卷３６《人部·土默特》，咸丰十年抄本。光绪《土默特志》卷１（下）《建置沿革》，《中国方志丛
书》，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８年版，塞北地方·第１６号，第２１页。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编：《土默特志》，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３３页。

《清太宗实录》卷２４，天聪九年八月庚辰条。
《清太宗实录》卷４２，崇徳三年六月庚申条。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编：《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２０－２３９页。这一材料承蒙宝音德力根、宝音特古斯两位老师帮助解读，在此深表谢意。
《清太宗实录》卷３，天聪元年五月庚子条。

参见《清太宗实录》卷２１，天聪八年十一月壬戌条。



七年。归化城土默特部天聪六年来归，至迟在崇德三年编定旗分，其具体划地时间虽语焉不
详，不过，从上述敖汉、奈曼部的例子似可推断，归化城土默特划定牧地的时间可能是在崇德年
间，至迟不晚于顺治初年。
划定疆界确定了归化城土默特蒙古的大致活动范围，而另外一个跟蒙古人生活有直接而

密切关系的是部落内部的土地占有情况。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流传着一个康熙年间朝廷曾
给兵丁划拨“蒙丁地”的说法，“每兵一名给地五顷，兵亦不自耕，仍招垦收租以自养”。① 但笔
者目前尚未发现当时的相关记载，具体情况仍待稽考。到乾隆七年（１７４２）、八年，《清实录》中
保存了朝廷分配土地的确切记录。② 有关乾隆初期的土地划拨，下文详述，此不赘论。
那么在乾隆初年之前，归化城土默特蒙古的土地占有情形究竟如何？从上文可知，此一时

期关于该地蒙古内部土地所有权的记载笔者未见只言片语，这一空白本身意味深长，似乎表明
朝廷并未对其进行过多干预。乾隆初期分配土地时的一些说辞可以旁证这一推测，“再土默特
地土，本系恩赏游牧，从前既未均派，任有力者多垦，则侵占既多，无力之人，不得一体立业”。③

材料中提到的“有力者”大抵就是蒙古中的都统、参领、佐领等一些手中握有权力之人，而“无力
之人”则是指普通披甲兵丁。也就是说，在乾隆初年土地划拨之前，土默特蒙古大小头目在土
地的分配和利用方面拥有较大的支配权，这与前朝归化城土默特蒙古的土地政策类似。④

入清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土默特蒙古依然可以在一个相对较大的范围内移动游牧。
托克托县至今依然留有一些村名，能够让我们遥想当年蒙古人的生活方式，那木架是秋营地的
意思，珠斯郎则意为夏营地。⑤ 这些村名依稀表明蒙古人曾经可以根据季节的更替转换牧场。
在蒙古关于祖先的历史记忆中，“迁徙”是一种常态。托克托县章盖营子村姜姓蒙古先祖是天
聪六年向清廷投诚的头目之一毕力格，崇德三年被授佐领职。据姜姓族中老人讲，其先人从山
海关来，最早在今呼和浩特市东太平庄乡郜独利村一带驻牧，大概在雍正年间，在今章盖营子
这样一个水草丰沛的地方定居下来。⑥ 和林格尔康姓蒙古口耳相传，其先人从土默特左旗来，
先在托克托县居住，后来其中一支来到和林格尔县。⑦ 这样的迁徙故事在归化城土默特蒙古
中普遍存在。不断迁徙与草原社会“移动”的特性不无关系。这一时期的文字史料也揭示了蒙
古社会移动放牧的情态。康熙二十七年（１６８８），钱良择出塞西行，在过长城抵归化城之前，路
上看到“穹庐簇簇，畜产成群，黑白相错，如垒雪堆云”，又见“有黄羊突出，约十余口，状虽似羊，
而蹄高如鹿，其行若飞”，⑧从中不难得出地广人稀、少有聚落的印象，这样的生态环境为蒙古
人在一个相对较大的范围内迁徙放牧提供了可能。而居于毡帐之内，似乎也表明他们还没有
一个相对固定的定居点。
归化城土默特部归附之后，边内与边外对峙局面结束，该地再无大的战事发生，相对和平

９８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土地开发与村落形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清）贻谷：《蒙垦续供》，《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１０４辑，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１页。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１７８，乾隆七年十一月丙辰条；《清高宗实录》卷１９８，乾隆八年八月壬子条。
《清高宗实录》卷１７８，乾隆七年十一月丙辰条。

参见［日］田山茂著、潘世宪译：《清代蒙古社会制度》，第１６４－１６６页。

参见杨诚：《托县村落类型及其命名习俗》，《托克托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政协托克托县委员会编：《托克托文史资
料》（第７辑），２００９年，第４２４页。

参见姜润厚：《“章盖营”名称溯源及托克托蒙古族“姜”姓考》，《托克托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政协托克托县委员会
编：《托克托文史资料》（第７辑），第２３５页。

引自笔者田野调查笔记，访谈对象：康德文；访谈时间：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６日；访谈地点：和林格尔政协办公室。
（清）钱良择：《出塞纪略》，《明清史料汇编》（初集），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６７年版，第８册，第４０５４－４０５５页。



安全的环境以及口外人烟不多的情况，吸引内地民人源源不绝地到来，自发地进行拓荒垦殖。
上文提到康熙二十七年钱良择出塞西行，在过长城至归化城一段，他还看到一些地方“茅舍分
列，地皆耕种”，又观察到归化城附近“地多垦辟，颇饶耕具”。① 与之同行的张鹏翮也见到“初
见道旁石碾遗迹，意古时此地必然可耕。至晚扎营，见山地新垦，未见所艺何谷”。② 这些材料
显示在康熙中叶甚至更早以前，内地民人已经在这一带进行垦辟活动。
民人在口外垦荒，早期多为“雁行”，春来秋归。土左旗六犋牛村石林义在回忆家史时说：

“石生洞从忻州上来，死了回了口里，石儒从忻州上来，死了回了口里，都是石生洞的孙子送回
去的，到石召恒立祖。”③托克托县白伍营子白明祥在讲述祖先来历时说：“白俊德最先从偏关
城来，死后用骡驮轿驾回山西，白俊德的儿子白壁留下，死后埋在白伍营子。”④可以想见，石召
恒、白壁之前的先人与原籍保持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很可能还没有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定居。
而一旦定居，人们往往选择在居住地立坟，从今天石家和白家坟地情况来看，石召恒、白壁都分
别是两家葬在口外的第一人，这与他们家族中关于祖先的历史记忆刚好吻合。
概言之，清代早期，因为土地相对宽裕，土默特蒙古仍然可以在一个相对较大的范围内移

动游牧，大部分似乎还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定居点。此时，也有一部分民人在该地生活，自发
地从事土地拓垦工作，但是数量还不甚多，国家并未将其纳入统治体系。然而，随着康雍乾时
期朝廷组织土地放垦，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开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二、西征朔漠与土地开发

康熙中期以后，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土地开发进程大大加快，这与清朝西北边疆形势密切相
关。入清以后，准噶尔部的崛起不断对清廷构成威胁。康熙中期到乾隆中叶，清廷数度出兵，
征讨西北。归化城作为“总要之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康雍乾时期，朝廷在归化城陆陆续续
派驻了大量军队。因“增戍之兵甚多”，康熙三十二年，设立将军一员，“总管归化城都统、副都
统，训练官兵”，并“著领侍卫内大臣伯费扬古为安北将军管理”。⑤ 乾隆元年，朝廷又令在归化
城东门外，“紧接旧城，筑一新城。新旧两城搭盖营房，连为犄角，声势相援，便于呼应”，以此起
到“屏藩朔漠”的作用，这座新城就是绥远城。绥远城告竣之后，拟“先派家选兵二千名、热河兵
一千名前往驻防。……归化城周围田地，悉行开垦，俟积谷充裕之时，于京城八旗闲散满洲内，
将情愿者挑派三千名，以为新城驻防兵丁”。⑥ 从临时派驻到筑城屯兵，康雍乾时期归化城土
默特地区一直驻军不断，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地方社会的土地开发。
大批军队过境与驻防使粮食问题变得至关重要，康熙中期至乾隆中叶，清廷为满足军粮补

给需要，陆续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放垦土地。康熙三十年，理藩院就该地垦殖所需耕牛、农具
的筹备问题提出建议并上报朝廷：“归化城一带地方耕牛，八旗内佐领两人共助一牛。其耒耜
等项俱移文山西巡抚预备。”对此，康熙皇帝谕令：“所用耕牛不必令其帮助，即于御厂内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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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清）钱良择：《出塞纪略》，《明清史料汇编》（初集），第４０５５、４０６４页。
（清）张鹏翮：《奉使倭罗斯日记》，《历代日记丛抄》，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７册，第５２４页。

引自笔者田野调查笔记，访谈对象：石林义；访谈时间：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３日；访谈地点：六犋牛村。

引自笔者田野调查笔记，访谈对象：白明祥；访谈时间：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３日；访谈地点：白伍营子村。
《清圣祖实录》卷１５９，康熙三十二年五月庚戌条。

以上均见《清高宗实录》卷１６，乾隆元年四月甲戌条。



用。……其铁器著支用库银制造，从驿递运送。边外木植甚多，其木器即于彼处制用。”①这是
笔者目前所见朝廷最早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倡导开田辟地的记载。之后，朝廷以各种名目放
垦土地。据“康雍乾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土地垦殖表”统计，康雍乾时期先后放垦土地至少
十余万顷，其中尤以雍正末至乾隆初放垦数量最多，至少八万余顷，占总数之大半。② 清廷的
土地放垦，是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极大地影响了当地民众的生活。

康雍乾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土地垦殖表③

开垦时间 名　　称 面　　积
康熙年间 公主地 数千顷
雍正十三年 大粮官地 四万顷
雍正年间 右卫八旗马厂地一段 数目不详
雍正年间 十家庄头地 六百余顷
乾隆二年、七年、九年、十
六年、五十四年 归化城厅浑津、黑河二里官地 四百三顷余

乾隆二年 萨拉齐厅长、泰、宁、善四里官地 一千九百三顷余
乾隆二年 托克托厅安、兴、遵三里官地 一千一百一十八顷余
乾隆二年 和林格尔厅物、阜、民、安上下七里官地 三千二百五十四顷余

乾隆二年 清水河厅时、和、年、丰、家、室、盈、宁八里
官地

一万 三 千 四 百 二 十 六
顷余

乾隆三年 绥远城八旗牧场地 二万四千十六顷余

乾隆五年 闭禁蜈蚣坝后私垦案内有雍正十三年民种
十七犋牛地一段 数目不详

乾隆二十六年 大青山十五道沟官地 四百四十三顷余
乾隆三十七年 代买米地 一千五百九十三顷余
乾隆三十八年 穷苦蒙古地 一千一百三十九顷余
乾隆四十二年 鳏寡孤独地 二百顷上下
乾隆六十年、嘉庆二年 山后八旗厂地 六千九百五十五顷

　　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土地放垦中，丹津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古丰识略》载，其人
“报商劝农，教养兼备，为商贾十二行及农圃各村庄垦种之始”。④ 丹津是右翼都统古禄格的曾
孙，康熙四十三年袭职，卒于乾隆二年，他生活的时代，正是归化城土默特社会剧烈变化的关键
时期。但是，在丹津任职之时，都统之职几经裁撤罢削，地位已大不如前。⑤ 丹津任内“输田”
大粮官地等４万余顷；⑥在归化城东南隅，“设立先农坛，每于三月间，同城文武官员齐集致祭，
行耕耤礼一次”。⑦ 考虑到归化城土默特都统当时所处的微妙处境，丹津对待农耕的态度以及
输田的举动似乎是其向清廷表达效忠，努力维持自身地位的重要方式，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
了王朝力量对地方社会渗透程度的加强。
随着境内土地很大一部分被朝廷放垦，归化城土默特蒙古拥有的土地日渐狭小，不仅如

此，其保留土地也因民人的大量到来不断被开垦成为农田。早在官垦之前，民人就已经在归化
城土默特地区进行了“自发性”垦殖，朝廷放垦土地、募人耕种，则进一步刺激了民人的进入和
土地的开发。这一过程的直接后果是人地关系日趋紧张，尤其是因民人租种蒙古保留土地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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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清圣祖实录》卷１５３，康熙三十年十二月丙戌条。

参见光绪《土默特志》卷５《赋税》，第８２－９１页。

资料来源：光绪《土默特志》卷５《赋税》。光绪朝编修的《土默特志》中所录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土地垦殖情况基本上
可以得到其他诸如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等资料的印证，因其记载较为系统全面，故本文以此书记录为基础制成本表。

咸丰《古丰识略》卷２８《人部·宦绩》。

参见光绪《土默特志》卷２《源流》，第２５－４６页。

参见光绪《土默特志》卷５《赋税》，第８３－８４页。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汉文）档号８０．５．１（三个数字分别是全宗号、目录号、件号，以下相同，不一一注明），乾隆年
间（具体年份不详），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档案馆藏。



发了大量土地纠纷。① 因此，明晰蒙古保留土地的所有权，提上统治者的议事日程。乾隆八
年，在朝廷的组织下，对归化城土默特地区蒙古的保留土地进行了调整和划拨：

兹据参领等查报，土默特两旗蒙古共四万三千五百五十九口，原有地亩、牧场及典出田地共七万五千四

十八顷有奇。……除牧场地一万四千二百六十八顷有奇外，现在田地多余之人一万六千四百八十七口，耕种

地亩四万二千八百顷有奇。臣请将参领等查明之七万五千四十八顷，除牧场及典出地亩，并现在之三二十亩

以上一顷以下者不论外，于四万二千八百余顷内拨出四千六百三十三顷十二亩，分给实无地亩及人多地少之

蒙古，每口以一顷为率，以为常业，分别造册，送户部、理藩院备查。②

上述材料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归化城土默特蒙古的土地分成“地亩”和“牧场”两个部
分。地亩是已经开垦耕种的土地，而牧场是在原则上禁止开垦的土地。给无地和少地蒙古人
分配的一顷土地，是“地亩”，也就是后来蒙古人称为“户口地”的土地。至于“牧场”的划分，则
未作过多交代。实际上，牧场的所有权归村中全体蒙古共同所有，如档案所载：“今喇嘛罗布散
尼玛等五人指给民人高建所垦之章圪图脑尔地系苏补尔噶等村游牧草厂……閤村台吉佐领下
蒙古倶有股份。”“草厂”指的就是“牧场”，原则上不允许开垦，据同一档案说：“本司查得，乾隆
八年前任都统会同建威将军、山西巡抚题明查丈土默特两旗蒙古草厂地亩，按口分给产地，将
各村草厂永远禁止，不许开垦在案。”不过律令禁止的事情往往就是已经或者正在发生的事情，
事实上，私垦草厂的情形屡禁不止。③ 而“地亩”和“牧场”的划分以及“偷开牧场”情形的禁而
不绝，其背后隐含的事实正是土地开发程度的逐步加深。
其二，乾隆八年的土地政策在划拨土地之外，将蒙古土地所有权法定化。此次土地调整的

具体办法是从田地多余之人的四万二千八百余顷土地里面抽取四千六百三十三顷十二亩，分
给无地和少地的蒙古人。按照比例计算，抽出的地亩约占十分之一，也就是说，田地多余之人
的大部分土地并未在划拨之列。因此，对于归化城土默特蒙古来说，乾隆八年土地划拨，影响
更为深远的是蒙古土地所有权的法定化，而这一举措是通过建立土地档册完成的。④ 此后，这
些土地档册成为土默特蒙古确定土地所有权的重要凭据，一旦涉及土地诉讼，查阅户口地档册
便成为不可或缺之事。在这个层面上，乾隆八年的土地划拨具有了双重含义：一方面，这次土
地划拨是蒙古土地开发程度加深和人地关系紧张的结果；另一方面，将归化城土默特蒙古土地
所有权法定化，也在理论上使蒙古的活动范围被大大限定了。
总而言之，康雍乾时期，由朝廷主导的土地放垦，为内地民人移入口外创造了相对宽松的

社会环境，山西移民纷至沓来，从而大大加快了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土地开发的步伐。而与这一
过程相伴的则是民人、蒙古人的逐渐定居和民村、蒙古村的大量形成。

三、民村和蒙古定居村落的形成

在康雍乾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土地大规模开发的背景下，归化城土默特地区民村和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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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中保留大量此类文档，正是这一情况的明证。参见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汉文）土地类
（全宗号８０目录号５）。

《清高宗实录》卷１９８，乾隆八年八月壬子条。

以上均见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汉文）档号８０．５．１９，乾隆三十八年。
《清高宗实录》卷１９８乾隆八年八月壬子条载：“又土默特耕地向俱任意开垦，无册档可稽，去年各佐领呈出数目与

本年参领所查亦不相符。请自明年起，凡有地亩俱著丈量。……俟丈量明确时，将实数于各名下注明备查，以免隐匿。得
旨，是。”



古村开始大量形成。民村和蒙古村的形成是两种不同的情况，下面分论之。
民人定居、民村形成与“土地租佃”关联尤深，大体可分两种情况：其一，民人租佃官放土

地，其后定居，形成村落；其二，民人租种蒙古土地，逐渐定居，进而成村。
朝廷放垦土地、募人耕种之后，很多民人向官府承租土地，今托克托县大北窑村一些村民

的先人就属这种情形。乾隆二年，托克托厅丈放安、兴、遵三里官地。① 在遵里八甲今大北窑
村所在地，有关张姓、范姓的两份契约便反映了当时承租官府土地的情况。涉及张姓的契约
云：“立佃地人张有光、张有荣自因官粮紧急，无处出变，今将自己遵里八甲大北窑村村南其
［棋］盘地一段。……情愿出佃于王成林名下承种。”②涉及范姓的契约云：“立推卖堿废地约人
范恒生、范恒立，情因旧粮无措，别无展［辗］转，今将自己祖遗遵里八甲大北窑村南牌边地一段
……情愿推与王成林名下顶交旧欠粮石，永远耕种承业。”③两条材料中“自己”、“自己祖遗”的
说法，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张姓和范姓直接从官府承租土地，二是他们从以前承租官府土地之
人手中转租土地。但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可以表明大北窑村的许多民人以朝廷土地放垦为契
机逐渐定居下来。④

上述引文中提到的王成林来村较晚，他在嘉庆十三年（１８０８）正月至道光十一年（１８３１）十
月先后七次与同村民人交易，获得“遵里八甲”土地一百余亩，之后在村中长住。⑤ 民国三十三
年，王家所立的一份“家普［谱］账簿”，也可以说明王家是从王成林开始在大北窑村定居。“家
普［谱］账簿”记王家来自“口理［里］寿阳县黄门街西山赌［都］二甲”，共载８代世系。家谱在王
成林之前的世系十分简略、缺漏颇多，甚至没有显示王成林父亲与祖父的系谱关系。从王成林
开始，则脉络清楚，一目了然。⑥ 这恰恰表明王成林是王家在大北窑村定居的关键人物。
据大北窑王姓契约记载，“大北窑村”的名称最早出现于嘉庆十五年，由此推断嘉庆十五年

之前就有大北窑村当无问题。⑦ 然而，即便在乾隆年间开垦之前就已经有了民人在此定居，并
形成了定居点，但是人数应该不多，聚落规模也当不大，正是以乾隆二年的土地放垦为契机，大
北窑村才获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当地老人在追溯大北窑村历史时，无一例外将开村的时间前推
至乾隆二年，这一说法的正确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地人对村落形成的历史记忆从一个侧
面揭示了官放土地与村落发展之间的密切关联。⑧

直到今天，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曾经由朝廷放垦的土地上，仍有数量不少以某某号命名的
村庄，如和林格尔的十一号、冯家七号、梁家三十四号、韩家十一号、苗家二十九号、老爷庙十五
号、樊家十五号、王家二十号、郭家二号、三十号等十村。⑨ “号”可能就是官府在放垦过程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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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光绪《土默特志》卷５《赋税》，第８５页。

大北窑村王姓契约嘉庆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日，全文引用大北窑村王姓契约均为内蒙古托克托县王培义收藏，不一
一注明。另，［］表示引用者改正之字，下文同，不一一说明。

大北窑村王姓契约嘉庆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大北窑村目前分为东围子和西围子两个部分，东围子原来是赵家忻营子，西围子才是大北窑村，据当地人讲，赵家
忻营子是民国时候，搬来此处，后来与大北窑村合为一村。本文引用的大北窑村契约，实际上是今天大北窑村西围子王家的
契约。据笔者２０１２年４月８日在大北窑村所做的田野调查笔记。

参见大北窑村王姓契约嘉庆十三年正月初七日、嘉庆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日、嘉庆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嘉庆二十年
十二月十五日、嘉庆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道光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道光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参见大北窑村王姓“家普［谱］账簿”，内蒙古托克托县王培义藏。

参见大北窑村王姓契约嘉庆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日。

引自笔者田野调查笔记，访谈对象：石凤祥，访谈时间：２０１２年４月８日，访谈地点：大北窑村。

参见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委员会编：《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乌兰察布盟分册》，１９８８年，第４３６、４４３－４４６页。



土地所排的序号。这些村落的名称表明官府放垦与民人定居、村落形成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很多民人来到口外，以租种蒙古户口地为生，后来置地盖屋，形成村落，“各方农民租种蒙

古地亩，初则数椽茅屋，略避风雨，比户聚居，渐成村落”。① 在民人移入不多，人口密度不高的
情况下，早期移民比较容易获得土地和居住权。这从曲有升等人的例子可以略知一二。曲有
升等１２人“家贫无度，出口佣工，身无所栖，从乌兰不拉以近明安交界地方，不过酒肉邀问，邻
近达子地方各盖土房，并无租银，打草活生”。② 以“酒肉邀问”的方式获得居住和打草的权利，

显然只有在人地关系不甚紧张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

今托克托县高家西滩的形成就与民人租种蒙古土地有关。高家西滩村遗存契约中时间最
早的是乾隆五十三年，其中记载：“立卖蒙古地约人李金书，今因仓□官车使用不足，情原［愿］
出卖与村东地一段，……每壹年与板旦儿什租银九钱老八百文，不许反口。”③契约中并未特别
交代“村东”具体指的是哪一个村，可以推测李金书应该就住本村，不需另外说明。道光十七年
的一份契约又提到李金书，“立过业收租合同约人蒙古那顺倒尔计、髦诺海、民人高岱，情因高
岱原接佃到西滩村刘支文、李金书、蒙汉惠、陈永发、永通号、刘支、辛士有老约七张，共地七顷
二十亩”，④从中可知，李金书住于“西滩村”。据此，乾隆五十三年契约中提到的“村东”指的应
该就是“西滩村”之东。在时隔不远的嘉庆元年一份契约中则明确提到“西滩村”。⑤ 乾隆五十
三年和嘉庆元年中间只隔八年，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西滩村”在乾隆五十三年就已存在。

在很长一段时间，“西滩村”是个杂姓村，据上述道光十七年契约可知，“西滩村”至少曾经
有过刘、李、蒙、陈、辛、高等几个姓氏和一个商号。同约又载，高岱接佃土地之后，“每年统共与
蒙古那顺倒尔计、髦诺海地租钱十二千三百二十文”。从中不难推知这些在“西滩村”居住的诸
姓人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蒙古手中获得土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家在村中一家独大，其他姓氏则因种种缘由逐渐消失。民国时期的一
份“绥远省土地证照费收据”所录村名在“西滩村”之前加上“高家”二字，成了“高家西滩村”。⑥

“高家西滩村”的名称蕴含两种可能，其一是以高姓为主、杂以他姓的村落，其二是只有高姓的
单姓村。从今天高家西滩村无一外姓的情形来看，后一种可能性较大。也就是说，至迟在民国
时期，高家西滩村似乎已经从一个杂姓村变成了单姓村。
高家在村中势力的抬升，与其购置蒙古土地过程几乎同时发生。高士麟（“麟”有时写作

“林”）是高家来口外的第一人，光绪四年高家立的“容”上记载高士麟世居“山西太原府丰义都
八甲”。⑦ 他在乾隆年间西出口外，起初春来秋归，在口外种植胡麻，回到口里榨油变卖，赚钱
盈利之后，开始置地。⑧ 通过对高家西滩村契约统计发现，从乾隆五十五年到嘉庆七年，高士

４９

　《民族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咸丰《古丰识略》卷２３《地部·村庄》。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汉文）档号８０．５．３，乾隆元年。

高家西滩高姓契约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全文引用高家西滩高姓契约均为内蒙古托克托县高家西滩村高
福小收藏，不一一注明。

高家西滩高姓契约道光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高家西滩高姓契约嘉庆元年三月二十一日。

高家西滩高姓契约民国“绥远省土地证照费收据”。

高家“容”，立于光绪四年，内蒙古托克托县高家西滩村高姓各家轮流收藏。“容”是流传于山西、归化城土默特等地
的一种民间文献，是在特定材质的织物上绘制的家族谱系。但是与一般家谱不同的是，家谱可将在世之人的姓名载入谱中，

而“容”则只能录入过世之人的姓名。

引自笔者田野调查笔记，访谈对象：高福小；访谈时间：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３日；访谈地点：高家西滩村。



麟共计交易土地十一次。在这十一笔土地交易中，只有乾隆五十五年、乾隆六十年、嘉庆五年
分别与陈永法、刘枝、侯德兴签订的契约没有指出交易土地是否属于蒙古土地，其余九笔都清
楚写明是蒙古土地。① 而在前述道光十七年契约中曾提到陈永发、刘支二人的土地来自蒙古。

考虑到在归化城土默特乡村地区书写契约之人通常文化水平有限，立契时白字、错字很多，同
音不同字的情况时常出现，因此，陈永法与陈永发、刘枝与刘支当分别为同一人。据此可知，高
士麟的十一笔置地行为至少有十次交易对象均为蒙古土地。置业之后，高士麟便在西滩村定
居下来，娶妻杜氏，育有两子，其中二儿子高玉节去了高家西滩以西今天叫高家当铺梁的地方。

大儿子高玉俊则一直住在西滩村，高玉俊购置田产的行动跟他的父亲高士麟比起来有过之而
无不及，因篇幅所限，不展开论述。
不难看出，高家西滩村刘、李等姓的土地均来自蒙古人，后来的高姓也主要通过直接或间

接租佃蒙古土地谋生、营利。虽然很难确知西滩村成村之前的具体情形，但是，从西滩村历史
发展来看，在杂姓村阶段以及从杂姓村到单姓村演变阶段，都与租佃蒙古土地有关。

民人的大量进入，加快了归化城土默特蒙古定居的进程。不过，在这之前，蒙古人已经在
一定程度上有了定居化的趋势。上文提到的把什村历史表明在明嘉靖年间，一部分蒙古人似
乎就已经居于板升之中，这些蒙古人很可能入清之后也一直在把什村居住生活。清初划定牧
界时，圈定了土默特蒙古活动的最大范围，对于越界之事，朝廷有十分严格的规定，如有越界、

侵占情形，均要处罚、治罪。② 同时土默特部左右两翼分别都有自己的游牧地界，土默特大小
头目亦有各自的辖地，其属下披甲主要在辖地上活动。以上划界行为，不同程度地限制了他们
的活动范围，使其定居化趋向愈为明显。

蒙古人自身定居化的趋势，加上民人到来的刺激，最终使大量蒙古人的居住地固定下来。

其定居时间，可从其坟地情况加以判断。直至清代早期，蒙古的丧葬方式较少土葬，“若父母妻
子死，即委弃弗顾，唯喇嘛死，群以石垒覆焉”。③ 康熙年间钱良择在昭君坟附近“忽见死人三
四和衣被僵［弃］于荒郊，盖其俗死即弃之，无掩埋之礼也”。④ 昭君坟距离归化城不远，而康熙
时期归化城已经是汉人相对较多的地方，在距归化城不远之地可以看到蒙古人放置逝者遗骸，

说明这一习俗在当时蒙古社会还是相当普遍的。

大概在雍正、乾隆年间，归化城土默特蒙古土葬的情况逐渐多了起来。上文提到的蒙古姜
姓在现居住地章盖营子村附近有冯彦、碱池两块坟地，各埋五代，冯彦较早，碱池较晚。冯彦坟
地掩埋的第一位先人是纳木札布，纳木札布之前的坟茔据传在其最早的居住地郜独利，但具体
情况无可考，难以确信。《承袭因病辞职世管佐领阿尔宾之遗缺家谱》记载，纳木札布于“雍正
十二年间报部停止骑都尉世袭”，据此可知，纳木札布生活于雍正、乾隆年间。⑤ 他身故之后，

埋于冯彦坟地，冯彦以及其后的碱池坟地，距章盖营子不远，由此可以推断，此时姜姓很可能已
经在今章盖营子村所在地定居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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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高家西滩高姓契约乾隆五十五年十月十三日、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乾隆
五十七年三月初七日、乾隆六十年五月初一日、嘉庆元年三月二十一日、嘉庆元年十一月十三日、嘉庆二年后六月二十七日、

嘉庆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嘉庆六年二月廿五日、嘉庆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参见《理藩院则例》卷５３《违禁》，《故宫珍本丛刊》第３００册，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５２－２５３页。
（清）范昭逵：《从西纪略》，《中国野史集成》，第４０册，第１２０页。
（清）钱良择：《出塞纪略》，《明清史料汇编》（初集），第４０７４页。

参见戈夫、乌力更、姜润厚编著：《阿尔宾遗缺家谱浅考———托克托县章盖营村姜姓溯源》，２０１１年，第２９页。



《古丰识略》“村庄”一卷记载托克托县南乡七十三村中有“章盖营”，书中“章盖营”出现位
置附近又列有“海参不浪”。从今天的空间布局来看，姜姓蒙古人居住的“章盖营子”距“海生不
拉”不远，此“海参不拉”当即上述“海参不浪”。依据常理推断，编撰者在书写过程中，对村名的
排序应该是遵循地理就近的原则，因此，《古丰识略》中的“章盖营”应该就是蒙古姜姓居住的
“章盖营子”。① 从中可知，至迟在咸丰十年（１８６０），“章盖营子”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就以一个
“村庄”的面貌出现了。
从现在蒙古村落的人群构成来看，有些村落全部由蒙古族组成。这些“纯蒙”村落此前是

否曾有民人居住？由于材料所限，目前还无法解答，有待查考。另外有些村落，则是蒙、民杂
居。上文提到的土默特左旗把什村，在其康熙年间修建把什召的牌匾中，留下六十三个蒙古名
字，其后张姓等民人不断移入，逐渐形成了一个蒙、民杂居的村落。②

蒙古社会主要的社会组织之一是“旗”。归化城土默特部共分左右两“旗”，每旗之下设若
干“参领”，参领之下再设若干“佐领”。参领、佐领的数目入清以后不断有所变化，到乾隆年间
形成左右两翼，每翼６个参领，每个参领辖５个佐领的定制。③ 蒙古人定居、立村之后，“村”成
为了“参领”、“佐领”管理的基本单元。在乾隆朝一份档案中，记录了各参领之下所辖村落的情
况。其中载有和林格尔厅所属驻地管辖情况为左翼二甲１２村、左翼三甲１１村、左翼四甲６
村、左翼五甲２村、左翼六甲３２村、右翼首甲５村、右翼二甲１村。④

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召庙与蒙古人的定居有一定关系。自俺答汗将黄教引入之后，召庙
在蒙古物质和精神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托克托县格尔图营子村东，是广宁寺旧址。广
宁寺蒙古语都贵召，《古丰识略》载：“都贵召，在托克托城东南，内设呼毕勒罕一名，达喇嘛一
名，属章嘉呼图克图管理。”⑤其建筑年代无可考，寺中所遗大铁锅腹部铸有蒙文乾隆五十八年
字样，⑥这表明至少在乾隆末年，广宁寺已经建成。
今广宁寺周边有召上村、召湾村、格尔图营子村三个自然村。据格尔图营子蒙古高姓契

约，“召村”、“格儿兔营子”、“招湾”、“湾召［召湾］前营子”的字样分别出现在道光四年、道光十
五年、咸丰元年、咸丰十一年，⑦均晚于广宁寺见于记载的时间，但是不能因此认定聚落的形成
晚于召庙的建立。吴滔曾经指出，“聚落的形成乃至人口的聚居与寺庙的建立、拓展完全有可
能是同步的”。⑧ 可以肯定的是，召庙与蒙古人定居、聚落形成与发展之间有很大关系。
总之，几乎与民人村落大量形成的同时，蒙古村落逐渐多了起来。大致在乾隆年间，“村

落”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就已成为十分常见的聚落形态，村名的出现比比皆是。如雍正九年，
“切缘毛代营子达子章三横行乡曲，动止抢夺，人人受害”；乾隆五年，“小的是忻州人，于旧年七
月十九日在云守村开地”；乾隆十五年，“小的父靳光礼用价银二两典到白十户营子村蒙古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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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咸丰《古丰识略》卷２３《地部·村庄》。

参见《把什村史》编纂委员会编：《把什村史》，第５、１７－１９页。

参见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编：《土默特志》，第３３３－３３５页。

参见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满文）财政类人丁户口项第０７５卷第０１３２号，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
档案馆藏。

咸丰《古丰识略》卷１３《寺塔》。

参见《托克托文物志》编纂委员会编：《托克托文物志》，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５２－１５３页。

托克托县格尔图营子蒙古高姓契约，内蒙古托克托县柴有根收藏，道光四年三月二十七日、道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
七日、咸丰元年十二月、咸丰十一年七月初八日。

吴滔：《从“因寺名镇”到“因寺成镇”：南翔镇“三大古刹”的布局与聚落历史》，《历史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洞地二十五亩”；乾隆十八年，“具甘结人二十家子保正兰发生、土城子保正胡大清、新店子保正
田世琦、五素途路保正王建金……”；乾隆二十四年，“据达什佐领下孔库尔等呈称，缘本村固穆
色楞地租一事，控告民人王姓”；乾隆三十八年，“主根岱尔閤村蒙古指给小的等本村荒地前后
共七顷四十九亩”。① 到咸丰十年，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编成第一本方志———《古丰识略》，其中
“村庄”一卷，列村名９７４个。②

村名的出现，对于村落形成，具有特殊的意义。哈布瓦赫说：“在名字的后面，可以唤起许
多意象，而这种可能性正是我们群体存在、延续和整合的结果。”③这一观点源自哈布瓦赫对集
体记忆的研究，他认为人名可以唤起并强化家庭集体记忆。在某种程度上，村名对于村落而
言，具有类似的含义，村名的出现表明原来的定居点已经成为相对稳定的共同体，居住在这里
的人们需要取一个名字与其他聚落相互区别。④

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村落发展史中，“庙”的兴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节点。建“庙”之时，
就表明已经定居下来的人们开始尝试通过某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借助一些文化象征符号，以具
体的仪式行为，实现社会整合。在民人聚落，清水河长沟门村潘良玉种田致富之后，感念“神灵
之默佑”，“自出财资，尽心竭力，独襄胜事”。⑤ 萨拉齐厅此鸟老鸟气村“村小人稀”，无力建庙，为
“建坛设社其所以妥神灵而昭将享者”，村民“倡义好善乐输者板申气村、马留村、威俊村三村踊
跃鼓舞，捐资奉金，共襄盛事”。⑥ 在蒙古聚落，更多的是建立“召庙”，如上述提到的把什村在
康熙年间修建了把什召。但是，在一些民蒙杂居的聚落，蒙古人也参与了源自民人传统之庙宇
的修建，土左旗南双树村存有一通石碑，⑦上书“重修”二字，此碑只录了捐资人的姓名和捐资
数目，无法判断重修的时间以及究竟重修何庙。又据《话庙今昔》碑记载，南双树村以前共有奶
奶庙、龙王庙、关帝庙、无［五］道庙、观音庙五座庙。⑧ 因此，上述重修之庙指的当是五庙之一。
主持此次重修事宜的四个经理人分别是傅维相、白素存、永兴旺、蒙古五斤子。蒙古五斤子以
经理人的身份出现，可见在这所源自民人传统的庙宇的重修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庙”在建立之初，更多是作为一个祭祀组织存在，并不负责实际乡村事务。在其后的发展
中，以“庙”为中心建立的基层社会组织开始逐渐承担更多的村落公共事务管理职能，这一过程
与王朝力量对地方社会的介入相伴而行。雍正元年，朝廷开始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陆续设
“厅”，管理民人。⑨ 乾隆八年，又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民人中间推行牌甲制，“山西、陕西边
外蒙古地方种地民人甚多，其间奸良难以分晰，应设立牌头总甲令其稽察。即于种地民人内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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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分见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汉文）档号８０．４．１，雍正九年；档号８０．４．１８，乾隆五年；档号８０．４．３４，乾隆十五年；档
号８０．４．３６，乾隆十八年；档号８０．４．２７，乾隆二十七年；档号８０．５．１２，乾隆三十八年。

咸丰《古丰识略》卷２３《村庄》。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等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２５页。

施添福、吴滔都曾对聚落名称进行讨论。参见施添福：《清代台湾的地域社会———竹堑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第

２６４－２７０页；吴滔：《从“因寺名镇”到“因寺成镇”：南翔镇“三大古刹”的布局与聚落历史》，《历史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清水河县长沟门村碑刻，乾隆三十八年岁次癸巳仲秋下浣长庚门（今长沟门）弟子潘良玉率儿子潘天成、潘天申立。

此碑现立于长沟门村村口。
《建修庙宇碑记》，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十二日立。土默特旗档案档号３２，成纪７３６年（１９４１），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

默特左旗档案馆藏。

此碑现存于土默特左旗南双树村奶奶庙。南双树村庙宇在文革时已悉数被毁。奶奶庙是近年重建的庙宇，重修之
后，村人将文革中毁坏的龙王庙等庙宇中遗留的碑刻移入保存。

参见《话庙今昔》碑，杨恒山庚寅年（２０１０）秋立，此碑现存于土默特左旗南双树村奶奶庙。

参见《清世宗实录》卷１０，雍正元年八月癸亥条。



其诚实者，每堡设牌头四名、总甲一名”。① 不过，从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来看，在乾隆八年
之前，“牌甲制”可能已经在当地实行了。乾隆元年，“据东五素儿口甲头石贵荣报前事。报称
缘本月二十七日，本村石仁菜园内有外来达子三人赶羊进园牧放，石仁不依，被达子三人□
伤”。② 然而，牌甲制度中“十户一牌、十牌一甲”的规制要求，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理想化的状
态，具体操作有相当大的难度。③ 随着时间的推移，牌甲制逐渐暴露出弊端，在实施过程中变
成虚应故事，很难真正落实。
在牌甲制名不副实的情况下，民人将北方地区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并很早就纳入国家体制

中的“社”移植过来，运用于生活生产实践。④ 民人立“社”之时，是在村中早已存在的“庙”中，
建立起有关组织，“是以四乡在五十家子村龙王庙内立农民之社，奉后稷先农田祖之神，春祈秋
报，为应差之公所”。⑤“社”出现之后，逐渐取代牌甲制，成了归化城土默特地区最重要的基层
社会组织。⑥ 在社中，“会首”与“甲头”有时由一人担任，“嗣经户书纠集小的原被两造出村协
同甲会孟罗娃子已将小的家所种之地十块，其内有蒙古长命子吃租之地一并丈量明白，禀覆在
案”。⑦ 换言之，虽然基本组织原则已成具文，但是牌甲制的外壳依然存在，“甲头”的名称依旧
保留，而这正是人们将自身传统创造性地纳入国家框架下的一种具体表现。
在民人的影响下，生活在村落中的蒙古人，也逐渐建立“社”，“据蒙古万家保供，系色佐领

属下人，年五十五岁，在王笔斜气村居住，本年轮应村中蒙古会首，本村有公社空地基一块，二
十余亩，中间一块十余步。嘉庆十九年间，会首米计、五十六们租给民人刘荣，即刘油房建房住
占”。⑧ 据此，王笔斜气村在嘉庆十九年间，就已经有了“蒙社”，会首由蒙古人轮应。“蒙社”产
生之后，也逐渐成为蒙古村落生活中最重要的基层社会组织。
值得注意的是上文重点讨论的大北窑、高家西滩、把什、召湾、格尔图营子、章盖营子等村

都出现过“庙”和“社”。道光十一年，大北窑村契约中就有了“神社不随官粮”的记载，⑨嘉庆十
五年，高家西滩村的一份契约提到“原业主一应神诞社会差事出与买主，与原业主亦不相
干”。瑏瑠 把什村也曾立过“公和寺”、“老爷庙”、“龙王庙”等，并设立“蒙社”、“汉社”。瑏瑡 “召湾”、
“格尔图营子”也有类似的组织。瑏瑢 章盖营子村中老人回忆，在村内的龙王庙立过“三官社”。瑏瑣

总之，“庙”和“社”的出现，说明生活在村落中的乡民逐渐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自我管理秩序，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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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大清会典则例》卷３３《户部·户口》，《四库全书》，第６２１册，第３１页。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汉文）档号８０．４．１０，乾隆元年。

清水河厅曾按此规制推行过牌甲制，但是否能够如此整齐划一进行编制，则深可怀疑。参见光绪《清水河厅志》卷

１４《户口》，《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第１４号，第２６８－２７１页。

关于北方“社”的讨论，参见杜正贞：《村社传统与明清士绅：山西泽州乡土社会的制度变迁》，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版。

（民国）《归绥县志》之《金石志》，《重建四乡农民社免捉驿草豆碑》，《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第１０号，第４６５页。

参见田宓：《清代归绥地区的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中国社会历史评论》２００８年第９卷。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汉文）档号８０．４．８４５，光绪十四年。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汉文）档号８０．５．１８８，咸丰九年。

大北窑村王姓契约道光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高家西滩高姓契约嘉庆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参见《把什村史》编纂委员会编：《把什村史》，第７、３０－３３页。

土默特旗档案民国１４年，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档案馆藏，转引自伏飞平：《召湾蒙古伏氏家族族
源、汉姓来历及其与广宁寺的关系考》，《托克托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政协托克托县委员会编：《托克托文史资料》（第７
辑），第２２２页。

引自笔者田野调查笔记，访谈对象：姜都楞；访谈时间：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１日；访谈地点：章盖营子村。



且通过“社”这一组织与国家发生关系。
要言之，康熙中叶以来，随着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土地开发程度的加深，该地春来秋去的“雁

行”之人逐渐居住下来，形成村落。而蒙古人因其自身定居化的趋势，加上民人到来导致人地
关系紧张，也开始了定居生活，形成村落。到乾隆年间，村落已经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普遍存
在。时至今日，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已然是一派田连阡陌、村舍林立的人文地理景观。

四、结　语

土地开发和村落形成的问题对理解归化城土默特乃至内蒙古地区的历史，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村落这一人文地理景观的形塑是不同历史时期各种因素层累叠加的结果。本文无意
于找寻村落的逻辑起点，对于一个聚落的历史来说，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居住固然重要，但是更
为重要的是在何时，以哪些事件为契机，这些聚落得以扩展规模，形成相对稳定的共同体。在
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康雍乾时期由朝廷主导的土地放垦为村落形成提供了重大机遇。在此之
前，归化城土默特地区或许已经有了一些定居点，但是应该规模不大，人口不多，也不稳定，朝
廷放垦土地之后，归化城土默特地区民人大批进入，土地大规模开发，村落借此得以大量形成
和发展。而对于村落的形成和发展来说，空间的扩张、人口的增加固然十分重要，但是更为重
要的是人们通过哪些具体的机制进行聚落整合，维系共同体的想象。在土地开发的背景之下，
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原本已经存在或者新出现的定居点开始有了“名”、修了“庙”、立了“社”，经
过这样一段时间的叠累，才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村”。
另一方面，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土地开发和村落形成始终与当政者的统治政策息息相关。

康雍乾时期由朝廷组织的土地放垦既是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战争需要，也是执政者强化对地
方统治的重要策略。在朝廷主导下，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土地开发进程大大加快，村落也与之并
行发展，这一事实揭示了地方社会整合进入中国大一统格局过程中，王朝对地方的渗透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作用力。同时，归化城土默特社会有自身的发展脉络，在纳入王朝国家过程中，生
活在地方上的不同人群为在资源竞争中取得优势，主动运用王朝国家话语对自身传统进行包
装和改造，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广泛存在的“社”就是这一个过程的历史产物。在这个层面
上，“村落”与“国家”的关系正如格尔兹所说：“国家创造了村落，一如村落创造了国家。”①而正
是因为不同时期王朝力量向地方推进遇到的是迥然不同社会和人群，借由当事人的主观能动
性，各地才被形塑为迥然有别的社会样貌。从这个角度，我们或许可以回答与中国其他地区比
起来，归化城土默特地区为何会拥有与众不同“特质”。总之，某种程度上，中国各地既千姿百
态，又高度整合的社会情态，正是王朝国家与地方社会复杂互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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